
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形态与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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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儒家传统中，作为自我操持与修炼方式的功夫不断演化。 王阳明的良知学兴起，其功夫更加精微

细密、鞭辟近里，推动了理学功夫论的“典范转移”。 阳明学者围绕致良知功夫的深入互动与攻错，“牛毛茧丝，无不

辨析”，使阳明学蕴含的各种理论可能得以充分展开。 “悟本体即是功夫”“由功夫以悟本体”两种教法可谓阳明后

学两大功夫进路。 阳明学者在这两大进路下各展其才，发展出丰富的功夫实践形态，其出于对“躐等”的警惕，而十

分注重功夫的次第。 深入探讨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六种形态和五级次第所构成的论域，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阳

明学功夫的普遍性特征与丰富的思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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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儒家传统中，作为自我操持与修炼方式的功

夫不断演化，发展至阳明学更加易简而精微。 阳明

及其后学对“实致其良知”的功夫实践要求更为迫

切，功夫论的地位得以更加凸显。 尤其在阳明后学

的时代，随着“心即理”命题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共

许之义，论学焦点也相应发生转移。 阳明学者不须

再像阳明那样着力解决心学与朱子学格物穷理说的

关系，而是转向在阳明心学体系内探讨“如何致良

知”的功夫论问题①，阳明后学思想的丰富和深化主

要围绕关于功夫论的异见展开，功夫论成为阳明后

学最重要的思想论题。 然而，阳明学者的功夫实践

依各人“性之所近”而有个体差异，修为转化经验

“体之身心”而难以作概念化界定，关于为学之方的

论争“牛毛茧丝，无不辨析”，论述阳明后学的功夫

并非易事。
近年来，学界脱出以往西学概念化研究范式的

影响，日渐重视对宋明理学功夫的内在解读，产生了

诸多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但就致良知功夫的理论总

结而言，尚有开掘空间。 例如，致良知功夫虽因学者

之自得而有诸多差别，但差异背后仍有共性的一般

因素值得提炼与探索。 在天泉证道中，阳明四句教

容纳了“悟本体即是功夫” “由功夫以悟本体”两种

教法，亦即两大功夫进路。 功夫进路即是功夫论之

具有共性特征的基本要素，为当时及后世研究者所

重视。 但若止于此，则不能深入揭示阳明学的功夫

义理。 本文在阳明学两大功夫进路的框架下，尝试

从功夫共识、着力点、形态、次第等角度总结阳明后

学功夫论的共性要素，以及阳明后学所开展出的不

同功夫谱系特征，以期推进良知学功夫论的研究。

一、阳明两种教法

“致良知”是阳明晚年“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的
为学宗旨与归结。 阳明明言“‘致良知’是学问大头

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１］２３９。 致良知功夫的依次

展开即四句教，阳明自言其中包含两种教法———针

对不同根器者的两大功夫进路。 这也是理解致良知

功夫的基本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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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六年（１５２７ 年）阳明起征思、田前夕，与门

人王龙溪、钱绪山论学提出四句教，由此引起二人的

不同理解，史称“天泉证道”，成为阳明后学功夫分

派的一大根源。 其实四句教早在天泉证道之前就已

提出②，而以天泉证道的记载最为详细完整。 下面

就以《传习录》所记并参照王龙溪《天泉证道纪》来
考察阳明的功夫教法。 由于该文篇幅较长且已为学

者所熟悉，兹不具引［１］３５９－３６０。
天泉问答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阳明的四句教、

王龙溪的“四无说”和钱绪山的“四有说”。 “四无

说”“四有说”的提法并不见于《传习录》和《年谱》
（为钱绪山所记），而是龙溪《天泉证道纪》中的说

法：“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

人立教。” ［２］２ 其实绪山认同心体 “原是无善无恶

的”，或谓其主张实际上是“一无三有说”。 为表述

方便，本文姑从学界常用的“四有说”。 四句教在中

晚明思想界曾引起广泛讨论。 如刘蕺山等认为四句

教出自龙溪，是阳明的未定之见，实则未能理解阳明

所谓的良知特性。 但可以肯定的是，四句教确为阳

明晚年的教法，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③。 下文侧

重分析阳明、龙溪、绪山之说中所包含的两种功夫进

路及其义理结构。
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指心之本体超

越了经验意识层面的善恶对待区分，具有至善无恶

的本质内容和无执不滞的作用形式，这是就良知心

体的超越层面说。 不过绪山对心体超越了善恶对待

的“无”之一面并未会得，只认肯良知心体“至善无

恶”之一面。 阳明对于绪山“四有说”之第一句并未

明确评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四句教之首句讨论的

是良知的本体特征，而四句教的重点则在于后三句

也即致良知的功夫论，诚如唐君毅先生所云：“阳明

之提四句教，乃是教法语、功夫语，并非客观的讨论

心意是什么。” ［３］３７７因此对龙溪、绪山的不同理解，
阳明的评论多集中在功夫论上。

由“无善无恶心之体”承接而来的问题是，道德

本心与现实生活有着怎样的连接？ 经由后三句的功

夫实践所证得的心体究竟如何？ 这正是龙溪、绪山

二人功夫的分歧所在。 阳明对此加以总结，认为王

龙溪的“四无说”可接引利根之人直接从本体上悟

入，并贯通于意和物，可谓顿悟教法，悟本体即功夫。
据龙溪《天泉证道纪》中阳明所言：“汝中所见，我久

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 此

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 今既已说破，亦
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 ［２］２盖“本体功夫一悟

尽透”的利根之人世所难遇，所教非人，则徒增学人

越次躐等之病，这是阳明对“四无说”引而未发的原

因；而钱绪山的“四有说”则可接引为“习心”所蔽的

中下根器，在经验意识层面做为善去恶的渐修功夫，
由功夫以悟本体。 并且，阳明四句教可以同时容纳

顿悟与渐修两种功夫进路并互相取益。
总之，阳明四句教容纳了龙溪之“四无说”与绪

山之“四有说”两种功夫层面，分别构成着力于形上

心体的悟本体即功夫（顿悟）、着力于形下经验意识

的由功夫以悟本体（渐修）之两大进路，具有不同的

施教对象，分别接引上根与中下根器；同时两种功夫

又不可偏于一端，而须相互取益，龙溪悟入本体后还

须用渐修功夫以保任，绪山则须更进一步，在渐修的

基础上透悟“向上一机”之“无”。 如此才是四句教

“彻上彻下”、顿渐并包之义。 阳明四句教的两大功

夫进路可谓容纳了阳明后学功夫论的基本形态，后
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开展、细化和丰富，形成了多种层

面、形态的功夫论。 唐君毅先生即是以此为依据来

判释阳明后学：将钱绪山、季彭山、邹东廓、聂双江与

罗念庵等归于由功夫以悟本体一路，而王龙溪、王心

斋、 罗 近 溪 之 学 则 归 于 悟 本 体 即 功 夫 之 一

路［３］２７８－３５２。
此外，四句教在阳明学者当中所引发的功夫论

共识，举其要者有二。
一是“本体与功夫合一”。 本体与功夫合一的

理论根基在于良知的体用一源。 阳明说：“体即良

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

乎？” ［１］２１８良知之体与用乃是原本的合一，相应地，
体用关系便是“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
是谓体用一源” ［１］１３０。 阳明将朱子之体用动静彻

底打并归一，为彻底的一元论理路。 王龙溪发挥师

说，言“体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则离矣。 所求即

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证，始终一贯，不可得而别，
别则支矣” ［２］２７，“先后一揆，体用一原” ［４］ 。 体与

用在原本意义上是无二无别的。 这一体用观体现在

致良知的功夫路径中，均彰显本体与功夫合一的要

旨。 如阳明所谓：“合著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

的，方识本体。” ［５］１１６７因此“本体与功夫合一”意味

着做功夫必要合于本体，悟本体也只是功夫实践的

起点，还须通过功夫来保任本体。 阳明后学诸多不

同的为学宗旨与功夫路径，也可以说是在以“体用

一源”为基本思维范型的背景下，对本体—功夫之

互动关系的不同界定与处理，如聂双江、罗念庵的归

寂主静功夫，是先立体后达用的路径，王龙溪的见在

８０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



良知功夫，是即用为体的路径。 林月惠先生指出：
“‘本体与工夫合一’是理解阳明后学义理论述的锁

钥。” ［６］７０９也就是说，这不仅成为阳明学者致良知

功夫论的共识，也成为他们在诸多论辩中的重要理

论判准。 阳明后学在“悟本体即是功夫”与“由功夫

以复本体”之间各有偏重、彼此诘难的争论亦是以

此为前提的。 不过，古人论学非如今人那样有一明

确的概念界定，在此前提下展开知识性的论辩，争论

双方往往依据各自功夫之自得而自说自话，难以契

会对方的思路。 例如聂双江、罗念庵对于王龙溪之

见在良知当下一念功夫的质疑长达二十余年亦没有

最终和解，原因之一即在于双方对“一念”的功夫体

认不同［７］ 。 此一念在龙溪是心体之念，走“悟本体

即是功夫”路径的同时亦不费渐修功夫，并非忽略

在百姓日用中的践行；此一念在双江、念庵是经验意

识之念，主张在心体上用功的同时又强调“由功夫

以复本体”的渐修路径，并且，主张归寂的聂双江也

讲求事上磨炼，念庵中期以主静归寂为功夫宗旨的

同时，亦未放弃社会关切且成就可观。 因此他们在

各自的致知践履中，并未造成本体与功夫的截然对

立或割裂。
二是以追求“心体立根”的功夫为究竟功夫、第

一义功夫。 在阳明学中，心体是天地万物“发窍之

最精处” ［１］３３１，可以将宇宙间的一切———现象、行
为、知识、知觉、七情、嗜欲等物质与精神现象融摄其

中，因此道德实践的重心也由程朱理学具有外向型

倾向的“格物穷理”敛归心体，转化为“致吾心良知

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１］１７２，即心灵由内而外的推

展。 故而“如何呈现心体（良知）”成为致良知教的

关键。 阳明言“心即理”的理论规定决定了其不同

于朱子学的功夫进路，而是直指本心的功夫风格。
阳明说：

　 　 人只要在性上用功。 看得一性字分明，即

万理灿然。［１］７４

功夫不离本体。 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

作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 如今正要讲

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１］２８８

“在性上用功”即是直接着力于良知心体而用

功，“本体功夫”即是第一义功夫，这基本上是阳明

后学共同的功夫论倾向［６］６６６－６６７。 其中的原理，江
右弟子陈明水述之甚详：

　 　 平时无洗心之功，故于不善之萌，每觉于意

念流注之后，而始思正之，故犯手费力，迄无成

功。 始觉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非本体清明不

能也。 然未尝不知，即不复行不难矣……（先

师）于南元善书中指点本体，尤煞明白，若有直

悟本体，便自清明照破。 诸妄未不能起而为祟，
即自直炳忿先，便得天地之心矣。④

陈明水结合自身用功实践认为，对于障碍良知

的不善之念，往往觉察于念起之后，此时再做为善去

恶的功夫，乃是于善恶对立的经验意识入手，不仅费

力，而且难以成功，明水由此领悟颜子之“有不善未

尝不知”，乃是立根于本体对习心妄念的清明觉照。
故直悟形上本体，自然能够照破诸多形下经验意识

层面的习心妄念。 这一功夫路径，也即是王龙溪所

主张的先天易简功夫，龙溪云：“所谓‘太阳一出，魍
魉自消’，此端本澄源之学，孔门之精蕴也。” ［８］ 与

之相应的是，“信得良知” “依此良知” “循得良知”
“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便成为阳明经常指点弟子

的功夫话头［９］ ，也成为阳明后学的共许的功夫

法门。

二、六种功夫形态

在四句教所开出的两大功夫进路前提下，阳明

后学的致良知功夫呈现多种形态。 从义理上说，由
超越层的良知心体到经验层的“意”以及“意向之

物”，心、意、物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成为功夫的基

点或着力点。 再结合王门诸子各依自得的不同为学

宗旨，各人功夫的着力点、路径便呈现不同形态。 以

下举有代表性的数例加以说明。
其一，先天正心之学，以王龙溪为代表。 龙溪主

张从先天本体立根的先天功夫。 龙溪将“先天正

心”与“后天诚意”之功夫对举，其论说十分显豁，录
之如下：

　 　 正心，先天之学也；诚意，后天之学也……
心本至善，动于意始有不善。 若能在先天心体

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一切世情嗜欲自无

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简省力，所谓后天而奉天

时也。 若在后天动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

之杂，才落牵缠，便非斩截，致知功夫转觉繁难，
欲复先天心体，便有许多费力处。 颜子有不善

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便是先天易简之学；
原宪克伐怨欲不行，便是后天繁难之学。［２］１０

人之根器，原有两种……但从心上立根，无
善无恶之心即是无善无恶之意，先天统后天，上
根之器也。 若从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恶两端之

抉择，而心亦不能无杂，是后天复先天，中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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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器也。［１０］２４３

这里的根器之利顿是就气质之性的清浊也即阳

明所谓“人之气质清浊粹驳” ［１］１１９而言，中下根器

者，形气之私对先天心体的遮蔽较重，而上根之人气

质清明，形气之私的遮蔽较轻，容易会得本体，故能

直接“从心上立根”。 以先天心体为功夫据点，直任

心体之流行，即以先天无善无恶之心统摄后天，“则
意所动自无不善”。 这即是以超越层之先天心体为

据点来融摄经验层之意、物的功夫论构架。 龙溪本

为利根之人，故其说就其性之所近立论，强调直接从

先天心体用功。 在龙溪看来，“后天诚意”功夫在经

验意识上立根，以“后天复先天”不免陷入世情欲

念、善恶分别的抉择对治中，功夫反而陷入纠缠烦

琐，难以恢复先天心体。
其二，后天诚意功夫，以钱绪山为典型。 与王龙

溪不同，钱绪山主张诚意功夫，而以后天意念为功夫

着力点。 他认为，后天诚意说并非龙溪所谓的“牵
缠”“繁难”，而是最能体现阳明功夫主旨的教法：

　 　 昔者吾师之立教也，揭诚意为《大学》 之

要，指致知格物为诚意之功……诚意之功极，则
体自寂而应自顺，初学以至成德，彻始彻终，无

二功也。［１１］２３１

在龙场之后至平濠之前的一段时期，阳明曾以

“诚意格物”作为功夫重心，绪山据此发挥阳明这一

教法。 依据阳明所谓 “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著

力”⑤，绪山认为心体上不可以做功夫，须是在“应
感起物，而好恶形焉”的后天意念上做为善去恶、精
察克治之功，使学者“皆得入门用力之地”而不至于

好高骛远、越次躐等。 同时，后天诚意之功还是从初

学以至成德的“彻始彻终”之功。 如能勤恳用力，假
以积累，则诚意之极必能上达心体，达到千感万应而

真体常寂的良知化境。 绪山此说突破了阳明、龙溪

所言后天诚意是为中下根之人立法的限制，而主要

针对阳明后学中“虚臆以求悟”（指龙溪的先天正心

说）、 “ 执 体 以 求 寂 ” （ 指 聂 双 江 的 主 静 归 寂

说） ［１１］２３１的倾向而言，认为二者对先天本体提揭过

重，而轻视在后天意念上用功，各有所失，不如后天

诚意之功平易切实。
龙溪以外，对绪山后天诚意之功的典型批评来

自聂双江：
　 　 盖意者，随感出见，因应变迁，万起万灭，其
端无穷，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乎

慊，是使初学之士终身不复见定、静、安、虑境

界。 劳而无功，衹自疲以速化耳。［１２］

双江认为，在起灭无端、变化无穷的意念上用

功，对经验意识的一一对治，只能劳而无功，而无法

获得《大学》所谓定、静、安、虑的精神受用。 非但如

此，“若在意上做诚的功夫，此便落在意见，不如只

在知上做诚的功夫，则天理流行，自有动以天的机

括，故知致则意无不诚也” ［１３］ ，因经验意识的局限

性，还会落入阳明学者所批评的“意见”即虚浮的知

性理解而不得良知实际，故应立足于良知心体来做

诚意功夫，“求其真纯湛一之体而致之” ［１４］ ，从本体

之知发用的意即是诚意，即是天理流行。 不过，虽然

同样主张着力于先天心体，双江不认同龙溪见在良

知说的“无功夫”，认为见在功夫导致良知与知觉混

同而流荡猖狂之弊，因此主张从善恶交杂、意念纷扰

的形下知觉层面回归于“寂而常定又感无不通”的

形上心体，通过回归寂体来保证更稳固地照察、应对

外物，所谓“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 ［１５］ ，以免理

欲混淆的弊端。
其三，研几功夫，以王塘南为首出。 塘南既不取

龙溪径任先天本心之“无功夫中真功夫” ［１６］１４ “无
修证中真修证” ［１０］２４８，同时又认为在后天意念起落

处用功终非究竟，故主张在着力于先后天之间的

“几”处做 “研几” 的功夫。 “研几” 一语源于 《周

易·系辞》，宋明儒者多将“知几” “研几”作为心性

修养之功，周濂溪所言“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
也（《通书》）”，常被阳明学者纳入各自的致良知功

夫宗旨中加以阐发，论者多将“几”解释为良知心体

萌动之初的端倪。 塘南的理解也如是：
　 　 性廓然无际。 生几者，性之呈露处也。 性

无可致力，善学者惟研几……研几者，非于念头

萌动辨别邪正之谓也。 此几生而无生，至微至

密，非有非无，惟绵绵若存，退藏于密，庶其近之

矣。［１７］

塘南认为“几”并非已经形成的后天意念，“今
人以念头初起为几，即未免落第二义，非圣门之所谓

几矣” ［１８］ 。 事实上，“几”是介于先天与后天之间

的，是良知心体初萌的发动状态，尚未形成显现的后

天意念。 因而研几功夫既非着力于“廓然无际”的

先天性体，因为此处属于先天而无处用力；亦非着力

于已经形成的后天意念而辨别是非，着力则陷入经

验意识二元对待的烦琐。 故应在先天与后天之间、
“至微至密，非有非无”、心体初萌的隐微处着力用

功。 张学智认为，此“几”与塘南所谓的属于后天而

形气尚未染着的“意”接近，“研几”即是识取、保任

此“意” ［１９］ 。 从其他阳明学者对研几功夫的解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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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王龙溪也将其见在良知功夫解释为研几功夫，良
知即是心体之几，“一念之微” ［２０］４７的功夫着力点

指向心体发动之初；罗念庵言“此所谓收摄保聚之

功，君子知几之学也”⑥，其收摄保聚之功与研几功

夫异名而同实。 从精神层次看，龙溪、念庵都认为几

属于先天，塘南则在性体与心体有别的前提下将几

界定为先后天之间；从功夫内容看，龙溪言一念之微

“才动即觉，才觉即化” ［２０］３６，偏重心体妙用流行之

“无”，念庵的研几功夫则偏重强调心体收摄涵养之

“有”的必要性，塘南的研几功夫强调“绵绵若存”，
与念庵更接近。 总之，阳明学者对良知心体与致良

知功夫的界定，是在基本理论共识的基础上，各以其

自得为学而呈现细微差别。
其四，戒惧功夫，以邹东廓为楷模。 与以上三种

功夫不同，邹东廓主张戒惧功夫，其着力点有事、意
念、心体三个由浅入深的层次：

　 　 戒慎恐惧之功，命名虽同，而血脉各异。 戒

惧于事，识事而不识念；戒惧于念，识念而不识

本体。 本体戒惧，不睹不闻，帝规帝矩，常虚常

灵，则冲漠无朕，未应非先；万象森然，已应非

后。 念虑事为，一以贯之。［２１］

戒惧于事为是指在外在事相行迹上用功，戒惧

于念虑是指在形下已发的念头上用功。 东廓在嘉靖

七年以前的功夫着力于念虑层次，当然也涵盖戒惧

于事为的层次，因为事上行迹总是要敛归“意之所

在”的。 然而，由下学而上达的功夫方法不免有艰

涩不通的艰难———戒惧于事，识事而不识念；戒惧于

念，识念而不识本体，这两个层面变动生灭不定，都
非良知本体之流行。 故“须从良知本体上体认，庶
免毫厘千里之差耳” ［２２］ 。 因此东廓后以戒惧于不

睹不闻之本体的功夫为极则，本体下贯于念虑、事为

中，贯穿心、意、物各个层面，平实与高明兼备。 东廓

的这一功夫主张与罗念庵后期主张的收摄保聚说均

属着力于心体笃实用功的路子，被刘蕺山、黄梨洲视

为王学正传。
其五，悟性修命功夫，以刘狮泉为范例。 在以上

功夫形态之外，阳明后学中还有一种在超越之心体

与经验之意物层面同时用功夫的主张，可以刘狮泉

的“悟性修命”功夫为代表说之⑦。 狮泉谓：
　 　 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于无为，命杂于有

质，故必兼修而后可以为学。 盖吾心主宰谓之

性，性无为者也，故须首出庶物以立其体；吾心

流行谓之命，命有质者也，故须随时运化以致其

用。 常知不落念，是吾立体之功；常运不成念，

是吾致用之功也。 二者不可相杂，盖知常止而

念常微也。 是说也，吾为见在良知所误，亟为而

得之也。⑧

狮泉认为，人的生命由“妙于无为的先天之性”
和“落入形质之私的后天之命”组成，故主张“悟性

修命”⑨，性命兼修，超越层“立体”之功与经验层

“致用”之功须兼修不悖。 狮泉此说是针对阳明后

学“以揣摩为妙悟，纵恣为乐地，情爱为仁体，因循

为自然，浑同为归一” ［２３］ 的弊病而发，他认为其弊

源自龙溪“现成良知说”的脱略功夫，故有性命兼修

之论。 黄宗羲评曰：“所谓性命兼修，立体之功，即
宋儒之涵养；致用之功，即宋儒之省察。 涵养即是致

中，省察即是致和，立本致用，特异其名耳。” ［２３］ 认

为狮泉沿袭了宋儒体用二分的思路，其悟性与修命

实与宋儒涵养以致中、省察以致和的路数如出一辙，
依阳明学体用相即的思路看，则其说不免流于支离。

其六，良知见在自然流行，为王心斋所提揭。 泰

州王学是阳明后学中十分特殊的一类，可以创立者

王心斋为例说明其功夫特色。 心斋主张 “良知

现成”：
　 　 识得此理，则见见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

失便是庄敬，即此常存便是持养，真体不须防

检。 不识此理，庄敬未免着意，才着意，便是私

心。［２４］３８

龙溪与心斋虽然都主张良知的当下发用，但实

际功夫形态有很大的不同。 龙溪之“良知见在”是

以形上“虚寂本体”贯通于经验层的当下发用，而心

斋之“良知现成”则不谈形上心体，直接从经验层面

言良知。 心斋还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将童子捧

茶、农夫耕田、农妻送饭这些不用安排思索的日常心

理状态当作良知当下现成的体现⑩，当作无须庄敬

持养、现现成成、自自在在之“无功夫”。 然而，圣贤

之“大公顺应”是“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道德化

境，百姓日用不假思索则是落入后天形气之中而尚

未形成是非、善恶、功利等分别的自然本能，两者的

心灵层面与实际境界不能等同。 但心斋讲“百姓日

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 ［２４］１０，在形式和内

容上都未区分这两个层面。 尽管心斋本人的修养境

界不同于童子农人，童子捧茶、农夫耕田主要是他教

化普通百姓的方便说法，但由于心斋没有提出一套

严整的功夫，其可能的流弊是：“良知现成”消解了

形上的先天本心，其以经验意识层面百姓日用的自

然本能状态作为功夫实践的着力点，有脱离良知统

摄心、意、物而滑向自然人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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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阳明后学功夫论的不同形态可见，阳明

学者各依其所得，在心、意、物之不同层面各有取舍，
功夫着力点及内涵各异：王龙溪立足于先天本心，钱
绪山从后天意念入手，王塘南主张在先后天之间做

“研几”功夫，邹东廓的戒惧功夫包括心、意、物各个

层面，刘狮泉主张形上心体与形下事为同时用功，王
心斋的良知现成导向消解形上心体、直接从经验层

面说良知的自然现成。 同时，强调在同一层面用功

的王门诸子之间，因体用观不同而功夫主张各异，甚
至彼此异议：如同样主张心体用功的王龙溪与聂双

江、罗念庵，龙溪根据阳明“体用一源”的思路，主张

立足于良知见在的当下，表现为向下融贯意、物层

面，向前推展至事事物物的功夫路径；双江主体用有

别的二分思路，其归寂说则表现为向上溯源，由经验

层之意念返归先天寂体，进而下贯至事事物物的路

径；念庵后期固然认同了“体用一源”的思路，然其

收摄保聚说则以向内、向后之收敛心体为向外、向前

发用之保证，亦与龙溪有别。 同主寂感动静一体

的王门诸子，其功夫路径形态亦各自有别：邹东廓之

“戒惧”功夫体现为由事为至念虑再至心体回溯的

渐修进路；欧阳南野“循良知”之说在认同龙溪良知

“见在”的前提下，出于恐缺乏功夫而“沦于泱漭虚

荡“ ［２５］的考虑，在依循良知的基础上依然要在经验

界做为善去恶的渐修功夫；而王龙溪之见在良知则

为当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 ［１６］１３４的顿悟顿修之

法。 如上种种，丰富了心性功夫的多重面向，也构成

了致良知功夫的多种形态。

三、五级功夫次第

理学家对于功夫“躐等”十分警惕，可见其与佛

道一样，承认功夫存在“道次第”。 然而与二教功夫

系统所具有的完整次第及理论总结相比，理学家对

功夫体系的知识性总结少而模糊，迄今的研究亦

鲜有深论。 在儒学传统中，对修养功夫历程的完整

描述最早或见于《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
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
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后世多将其看

作一个由凡入圣、由低到高的修养次第。 梁漱溟极

推崇的儒者伍庸伯认为，善、信为士人境界，美、大为

贤人境界，圣、神为圣人境界［２６］ 。 杜维明则将其对

应于身、心、灵、神四层次，表示人格的修养“是一个

连续过程中互相融贯的四度超升”：“善信”是“身
心”的第二度超升，“美大”是“心灵”的第三度超升，

而“圣神”则是“灵神”的第四度超升［２７］ 。 两人对

修养次第的内容和阶段判释基本一致，这说明儒家

修养功夫具有一定的次第界定标准，尽管儒者于此

讨论不多。
在阳明学者中，有体道经验者不在少数，然而加

以系统的理论总结者，似乎唯王龙溪一人。 其《悟
说》一文论述了体悟本心的体系性功夫次第。 这是

龙溪的重要观点，不但他在书信中常以此品评学者

所悟究竟与否，而且在徐阶、赵锦、丁宾等人纪念龙

溪的文字中均有引述。 其文云：
　 　 入悟有三：有从言而入者，有从静坐而入

者，有从人情事变练习而入者。 得于言者，谓之

解悟，触发印正，未离言铨，譬之门外之宝，非己

家珍；得于静坐者，谓之证悟，收摄保聚，犹有待

于境，譬之浊水初澄，浊根尚在，才遇风波，易于

淆动；得于练习者，谓之彻悟，摩砻锻炼，左右逢

源，譬之湛体冷然，本来晶莹，愈震荡愈凝寂，不
可得而澄淆也。［２８］４９４

这是说，体悟本心具有三种悟入的路径：从言而

入的解悟，从静而入的证悟，从人情事变练习而入的

彻悟。 这不仅是三种功夫路径，也是功夫的三个阶

段。 结合《悟说》全文及体悟功夫的全部过程来看，
功夫次第大体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其一，从言而入的解悟。 这是对良知的知性理

解阶段。 解悟因未离言语诠释，故言非为实得，尚在

门外。 原因在于“从解悟而入，不离识神” ［２９］３１８，
解悟所依凭的“识神”指形下经验意识。 龙溪将理

学中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分别名之以良

知与意识（或知识） ［３０］ 。 二者的差异在于，“知无起

灭，识有能所；知无方体，识有区别” ［３１］ 。 良知是形

上心体的直觉观照状态，“寂然浑然”是超越了一切

经验世界之能所、分别的二元对待制约，故能“直心

以动，自见天则”，达到对天理的整全把握。 而经验

意识是后天应感外物时形成的分别认识，是“托境

仗缘而知”的“妄识” ［３２］ ，不具本真性。 以经验意识

对良知进行解悟虽有助于吾人建立对本心的理解，
然终 属 思 维 比 量， “ 种 种 玄 机 解 悟， 皆 成 戏

论” ［２９］３３１，须“绝意去识”方能体证本心之现量境。
因此，阳明学者们将停留于知识理解的解悟称为

“虚见” 而加以批评， “知解辨说，滋长虚见 （龙

溪）” ［１０］２３７，其危害在于，虚见往往与其他习气相

伴而生，“浮心习气，依附知见” （欧阳南野） ［３３］６８，
甚至陷入“冒以自足，以知解为智”（罗念庵）。 故

“当尽削知解，再复浑沦”（欧阳南野） ［３３］６８，将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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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对待的知解融归超越意识对待的形上心体，方
为功夫之实得。

其二，从静而入的证悟。 这种功夫形式需要与

外界保持隔离，做“收摄保聚”之功，即收敛经验意

识、涵养形上心体，就静中呈现心体而谓之证悟，犹
如浊水初澄而心体自现。 龙溪认为其局限在于，依
赖外在环境的宁静无扰方得心灵的平静，“收摄保

聚，犹有待于境”，“静坐者必有所藉，境静而心始

静” ［３４］７４０，实际上欲根未能彻底根除，一遇外境风

波则易于淆动，悟境不彻底。 良知学以心体贯通形

上形下为究竟，兼之良知须发用于日用常行的济世

宗旨，故阳明提倡的主要教法是本体直贯经验生活

中，打通寂感动静，认为静坐为“补小学收放心一段

功夫耳” ［５］１２３０－１２３１，只是悟入良知之前的一种辅助

手段，并非究竟功夫。 这一立场也为龙溪所继承。
静坐涵养虽是致良知功夫的辅助，却被阳明学

者普遍使用，并在阳明身后大为流行。 究其原因，从
宋明理学史上来看，自北宋周濂溪提出“主静立人

极”，二程提倡静坐，至晚明刘蕺山的主静功夫，静
坐是儒家学者吸纳佛老的静坐法作为心性修养的一

种常见功夫形式。 “就功夫的实践程序而言，涵养

意识本身的静坐在学习程序上，居有优先的地

位。” ［３５］阳明的龙场悟道与静坐功夫密不可分，此
后一直不废静坐，他主政江西的军旅生涯中“四十

日未尝睡” ［２］１３的奇异经历，也与他达到了精深的

静坐状态相关。 王龙溪本人的悟道经历也是如此，
他拜师阳明后，“文成为治静室，居之逾年，遂悟虚

灵寂感、通一无二之旨” ［３６］ ，通过短暂的静修而悟

得心体。 江右学者聂双江、罗念庵更是将主静作为

其功夫宗旨，并以此体证了心体。 因此阳明学者对

静坐的共识，诚如杨儒宾所说：“他们认定静坐虽不

是通往良知目的唯一的法门，却是通往此目标最方

便的快捷方式。” ［３７］故静坐在中晚明儒者那里非常

普遍，呈现为静坐功夫日常化、技术化与可操控化、
公众教学化、静坐功夫与经典意识一体化的面

貌［３７］ 。 以静坐体认心体实际上成为良知学的普遍

功夫法门。
其三，保任的功夫。 在静坐证悟与打通动静的

彻悟之间，尚有保任的功夫阶段。 “保任”本是佛教

术语，在禅宗修行实践中一般指顿见空性后避世静

修、稳固空性境界的涵养功夫。 在阳明学文献中，
“保任”常体现为“收敛”“涵养”“充养”“存养” “默
修”等术语。 广义的保任功夫不只是静坐涵养，而
可兼有静养、动察等多种方式，目的是稳固所悟境

界，保持心体不受气禀及外境所遮蔽扰动。 如阳明

谓：“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
功夫方有个实落处。 久久成熟后，则不须著力，不待

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 ［１］３７７“久久”是指涵养、保
任未发心体，功夫纯熟后才能脱离“著力”“防检”等
意识把持的有为法，一任心体自然发用。 在天泉证

道中，阳明肯定了龙溪的四无说后继续叮嘱说，“但
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不妨随时用渐修功夫……
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

漏泄” ［２］２，指示龙溪悟后仍须以保任功夫对治习

气，此时轻易谈悟境，则可能因体认境界尚不稳固而

使精神泄露。 罗念庵有所悟后，钱绪山告诫他，“见
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证，未宜轻以示人” ［３８］ ，
藏蓄、默修是指保任其“见得此意”的心体，与阳明

对龙溪的指示一致。 龙溪论学也有诸多重视保任功

夫的言论，如“时时保任此一点虚明，不为旦昼牿

亡，便是致知” ［３９］９３，“时时保任，不为物欲所迁、意
识所障” ［４０］ ，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在日用常行中做

保任功夫，吾人当下呈现的良知（一点虚明）哪怕并

非是良知全体，也必须时时涵养、不断扩充；“吾人

之学， 患 无 所 得， 既 得 后， 保 任 功 夫 自 不 容

已” ［３９］９４，这是强调悟得心体后的涵养功夫；龙溪

盛赞其师“既悟之后则内外一矣，万感万应，皆从一

生，兢业保任，不离于一” ［２０］３４，这是指阳明在江右

期间达到打通内外动静的彻悟阶段，此后的保任之

功为不离日常感应而恒守心体。 因此，非但证悟之

后需要保任，心灵经历每一个突破性提升后都需要

保任功夫，诚如龙溪盛赞其师阳明：“夫良知之学，
先师所自悟，而其煎销习心习气、积累保任功夫，又
如此其密。” ［２０］３４证悟心体后的保任往往为学者所

共许，可以将保任功夫系于证悟阶段之后。
其四，事上磨炼而入的彻悟。 龙溪认为，究竟之

悟应是心体于人情事变中锻炼，在外相的变动中保

持清明、寂然的本然状态，乃至“愈震荡愈凝寂”，动
静一如，是为彻悟。 其优胜处在于，“从人事练习而

得者，忘言忘境，触处逢源，愈摇荡愈凝寂，始为彻

悟，此正法眼藏也” ［４１］ 。 彻悟不再依赖“言诠”（解
悟）、“静境”（证悟）等有待条件，彻底超拔了形下经

验意识之对待，故能随时随处恒常不离心体，因此是

体悟本心的正法眼藏、究竟功夫。
其五，脱略有为痕迹的忘悟。 《悟说》有言，“及

其成功一也” ［２８］４９４。 似乎是将三种功夫路径置于

平列关系，其差别只在于学者根据自身根器之大小、
障蔽之深浅、功夫入路之难易而有不同选择，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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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成功一也”。 即便是通过意识知解所得的解

悟，也不排除在日积月累的渐修途中发生以知带行、
经验意识豁然翻转为心体之可能。 然而，不同路径

的功夫效验显然是高下有别的，“盖静坐所得倍于

言传，炼习所得倍于静坐” ［３４］７４０，每一路径所相应

伴随的心灵境界也有高下之别：解悟所得为思维比

量，证悟所得为心体呈现，彻悟所得为打通形上形

下，这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递进的心灵悟境。 换言

之，《悟说》所示既是通达本体的三种功夫路径，更
是逐步递进的三个功夫次第。 然功夫次第未止于彻

悟，读者多未留意《悟说》后面文字之所指：
　 　 夫悟与迷对，不迷所以为悟也。 百姓日用

而不知，迷也；贤人日用而知，悟也；圣人亦日用

而不知，忘也。 学至于忘悟，其几矣乎！［２８］４９４

龙溪在此论说了百姓之“迷”、贤人之“悟”、圣
人之“忘”三个由低到高的精神境界，以及功夫次第

之间的关联性。 显然，百姓之“迷”指尚未具备修身

自觉、随习气牵连流转的凡夫状态；贤人指自觉从事

修身实践的贤人君子，解悟、证悟、彻悟三次第可容

纳于贤人之“悟”的阶段；圣人之“忘”则指功夫操存

熟练后脱略功夫痕迹、脱出心识对待法的无为化境。
“忘悟”实际上属于阳明学“无中生有” ［３９］９３的功夫

范围，从心识原理上讲，当思虑、造作等后天意识之

“有”被扫荡殆尽时，必然使形上心体毫无遮蔽地全

然呈现，其原本具有的无执不滞特性即能自然发用。
此诚如阳明晚年讲学时所说：“（功夫） 若能透得

时……须胸中渣滓浑 化， 不 使 有 毫 发 沾 带， 始

得。” ［１］３２５亦如龙溪所言：“所谓忘者，非是无记顽

空，率其明觉之自然，随物顺应，一毫无所作，无所

任，是谓忘无可忘。” ［２］１１－１２因此“忘”或“无”是心

体作用形式本身容有的精神向度，龙溪以“忘悟”将
心体“无”的一面发挥得更为详尽。 故彻悟之后尚

有“忘悟”一环，指示天道与心体融释无二、大化流

行的终极境界。
综上，龙溪对致良知功夫次第做出了系统性的

判定。 我们以《悟说》为中心，兼及其他论述，可以

将致良知的完整功夫次第概括为五个阶段：悟前

（解悟等）—证悟—保任—彻悟—忘悟，大体对应于

身心转化的五个历程：杂念纷飞、理欲相混 （悟

前）—突破经验意识、证悟心体（证悟）—保任心体、
扫荡杂念习气（保任）—心体稳固，体用动静一如

（彻悟）—脱离意识对待，良知化境（忘悟）。 不同功

夫次第之间并非截然分明，每一阶段都包含向更高

阶段飞跃的因子。 说到底本体只有一个，功夫只是

一事，不同次第的差别和划分，不过是对把握心体的

深入及纯熟程度加以大致界定，以便于学人对功

夫阶段有所了解和判断，更方便功夫实践而已。
这一功夫谱系可能引起的质疑有二：一是理论

建构是否具有解释致良知功夫的合法性？ 《悟说》
一文，无论“悟”的用语还是功夫次第都与佛教修行

功夫及次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否导致对致良

知功夫的阐释过于禅学化？ 二是这一谱系是王龙溪

个人的总结，以此来解释阳明学者的致良知功夫历

程，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关于前一个问题，因本文所论不在于儒佛比较，

为避免枝蔓，只需明确一点：功夫形式（实践方法）
的相似甚至一致之处，是儒释在“术”的层面上的共

法，并不能取代或消解二者在“道”的层面上（如宇

宙论、为学动机等方面）的根本差异。
关于后一个问题，龙溪非常肯定他对功夫次第

划分的合法性与普遍性。 结合《悟说》 《滁阳会语》
撰文考察阳明体悟本心的功夫历程［４２］ ，可以确定

阳明体悟本心的功夫次第与《悟说》大致符节。 当

然，由于阳明自身为学经历的特殊性及其本人极高

的资质，我们无须将龙溪总结的功夫次第与阳明的

体悟经历来生硬地一一对应。 从其他阳明学者的为

学历程看，各人资质不同，每一阶段的用力及体会程

度不同，故不必然经历完整的功夫次第。 阳明学者

的功夫方法与境界虽然不一，但总体趋势一致，都有

下学上达、由经验意识向本源心体不断跃升的历程，
这也是精神活动由二元对待向泯合为一、融一为虚

的纵深溯源，龙溪总结的功夫次第则是每一次飞跃

的心灵节点，具备类型学特征。 龙溪的先天之学是

良知学“向上一机”的发挥，他对心学理论与实践的

把握比同门更为高远，这或许是他能将体悟经验与

历程加以系统化总结的一个原因。

结　 语

致良知功夫是阳明学者生命开展的基本方式，
以致良知为标识的功夫论成为阳明后学的基础性理

论。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致良知功夫两大进路之下，
良知学功夫论体系中尚有功夫之共识、着力点、形
态、次第等多个普遍性的功夫要素所构成的论域。
这些要素与论域融入阳明学者各自的理论构建，构
成各具特色的为学宗旨与功夫实践。 换言之，阳明

学者为学宗旨之差异，可透过这些功夫要素加以更

深入的解读。 如王龙溪的见在良知说对良知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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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机”的发挥，邹东廓的戒惧说对良知学平实一

面的继承，聂双江、罗念庵的主静功夫引起良知学的

转折，泰州后学以情识冒认导致良知学的歧出等，均
可从其功夫之着力点、形态、次第等方面进行探讨。
如从“心—意—知—物”的功夫着力点入手，可以更

为清晰地探讨何种功夫形态保持了良知主宰的内在

严格，何种功夫形态滑向了经验意识而导致认欲为

理、“情炽而肆”，何种功夫形态停留于形上心体甚

或玩弄光景而导致“虚玄而荡”。 这些不仅有助于

深入阐发良知学的内在义理，说明中晚明学风演变

的心性根据，也可为当下“阳明学热”的诸多表现提

供鉴别的理论依据，从而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掌

握阳明心学的丰富思想精髓，从中汲取有益身心修

炼与道德涵养的深厚古典智慧。

注释

①如劳思光认为，王门诸子所关涉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功夫论上。 劳

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３４５ 页。 ②彭国翔在陈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四句教的提出时间再

作考证，他认为：陈来先生起初认为四句教的提出在嘉靖五年与六年

之间，不能更早。 后又认为此条在乙酉丙戌之间。 但《稽山承语》第
十条附记曰：“此乙酉（嘉靖四年）十月与宗范、正之，惟中闻于侍坐

时者，丁亥七月追念而记之。”第二十五条以及其他诸条后面并未明

确何年所记。 因此，我们只能说如果第二十五条杨文澄与阳明的问

答是与第十条同年，则四句教至少在嘉靖四年已经提出。 但似乎还

不能坐实第二十五条所载之事在乙酉丙戌之间，也不能坐实四句教

是在乙酉丙戌之间提出。 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

晚明的阳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７９ 页注

释 １。 ③如陈来认为蕺山之说非是，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

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９９ 页。 ④陈九川：《简钱绪山

刑曹》，《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一，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７２
册，第 ２４—２５ 页。 ⑤阳明曰：“本体上何处用得功？ 必就心之发动处

才可着力也。 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需就此处着力，便是在诚意。
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

落去恶恶。 意之所发，既无不诚，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 故欲正其

心在诚意，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

集评》３１７ 条，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３６８ 页。 ⑥⑧罗洪先：《甲
寅夏游记》，《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十二，明万历四十四年陈于廷序

刊本，第 ３９、４３ 页。 通常简称万历本《念庵文集》。 ⑦仅就体用结构

而言，与狮泉一致的还有李见罗，主张体用同时用功的“止修说”，但
见罗自觉脱离阳明的致良知之教，故不列入讨论。 ⑨狮泉曰：“夫学

何为者也？ 悟性修命，知天地之化育者也。”刘邦采：《易蕴》，黄宗羲

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十九，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４０ 页。
⑩原文见《邹聚所先生语录》卷中，明万历间邹袠邹衮刻本，收入《四
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１５７ 册，第 ５０２ 页。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

所谓阳明、龙溪之学体现为以良知心体向下融贯、向前推进的功夫路

径，这种表述是基于知识类型上的描述以及与双江、念庵功夫路径对

比的方便。 实则，基于阳明、龙溪“一体性”的思路和顿悟特色，实际

践履中并没有一个形上与形下、超越与经验之分，也不存在向下融

贯、向前推进的功夫过程，而是“相即”，所谓“良知当下即是”。 相比

之下，倒是双江、念庵的渐修进路具有先向上溯源心体、再下贯至事

事物物的次第性。 杨儒宾认为：“类似内丹学那样的传统在理学

传统中是不存在的，至少是隐性的。”杨儒宾：《论“观喜怒哀乐前未

发气象”》，《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第 ６４ 页。 罗洪

先：《念庵文集》卷二《别蔡督学》，清雍正年间刊本，收入《文渊阁四

库全书·集部》１２７５ 册，第 ３３ 页。 通常简称雍正本《念庵文集》。 
龙溪即说：“学者初间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执持，勉而后中，思而后

得。 到得工夫熟后，神变无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 浅深诚有间矣，
然此中所得无所滞碍之体，实未尝不同也……盖不知浅深生熟，是谓

凌躐；不知始终只是一事，是谓支离。”王畿：《与林益轩》，王畿著，吴
震编校：《王畿集》卷十一，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９４ 页。

参考文献

［１］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Ｍ］．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
［２］王畿．王畿集：卷 １［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Ｍ］ ／ ／ 唐

君毅先生全集：卷 １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
［４］王畿．王畿集：卷 ８［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８０．
［５］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 ３２［Ｍ］．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林月惠．本体与工夫合一：阳明学的开展与转折［Ｍ］ ／ ／ 良知学的

转折：聂双江罗念庵思想之研究：附录二．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

心，２００５．
［７］张卫红．由凡至圣：阳明心学工夫散论［Ｍ］．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６：９２－１４９．
［８］王畿．龙溪会语：卷 ６［Ｍ］ ／ ／ 王畿集：附录二．吴震，编校．南京：凤

凰出版社，２００７：７８４．
［９］陈立胜．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Ｍ］．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３０７－３２１．
［１０］王畿．王畿集：卷 １０［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钱德洪．会语［Ｍ］ ／ ／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 １１．沈芝盈，点校．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１２］聂豹．聂豹集：卷 ９［Ｍ］．吴可为，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０２．
［１３］聂豹．聂豹集：卷 １０［Ｍ］．吴可为，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４３．
［１４］聂豹．聂豹集：卷 ８［Ｍ］．吴可为，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６４．
［１５］聂豹．聂豹集：卷 ４［Ｍ］．吴可为，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５．
［１６］王畿．王畿集：卷 ６［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７］王时槐．友庆堂合稿：卷 ５［Ｍ］ ／ ／ 王时槐集．钱明，程海霞，编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５５３．
［１８］王时槐．友庆堂合稿：卷 ４［Ｍ］ ／ ／ 王时槐集．钱明，程海霞，编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６２．
［１９］张学智．王时槐的透性研几说［Ｍ］ ／ ／ 明代哲学史：第 １３ 章．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１３－２１４．
［２０］王畿．王畿集：卷 ２［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１］邹守益．录诸友聚讲语答两城郡公问学［Ｍ］ ／ ／ 邹守益集：卷 １５．

董平，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７３４．
［２２］邹守益．答周顺之［Ｍ］ ／ ／ 邹守益集：卷 １０．董平，编校．南京：凤凰

出版社，２００７：５０３．

５１１

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形态与次第



［２３］黄宗羲．刘狮泉本传［Ｍ］ ／ ／ 明儒学案：卷 １９．沈芝盈，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８：４３７－４３８．

［２４］王艮．王心斋全集：卷 １［Ｍ］．陈祝生，点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１．
［２５］欧阳德．答季彭山：一［Ｍ］ ／ ／ 欧阳德集：卷 ３．陈永革，编校．南京：

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７８．
［２６］梁漱溟．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Ｍ］．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８：

６４．
［２７］杜维明．从身、心、灵、神四层次看儒家的人学［Ｍ］ ／ ／ 杜维明文

集：第 ５ 卷．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３４－３３６．
［２８］王畿．王畿集：卷 １７［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９］王畿．王畿集：卷 １２［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０］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Ｍ］．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５０－６９．
［３１］王畿．王畿集：卷 ３［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６５．
［３２］王畿．王畿集：卷 １１［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７５．

［３３］欧阳德．答薛中离：一［Ｍ］ ／ ／ 欧阳德集：卷 ２．陈永革，编校．南京：
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４］王畿．龙溪会语：卷 ４［Ｍ］ ／ ／ 王畿集：附录二．吴震，编校．南京：凤
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５］杨儒宾．主敬与主静［Ｊ］ ．台湾宗教研究，２０１０（１）：１１．
［３６］徐阶．龙溪王先生传［Ｍ］ ／ ／ 王畿集：附录四．吴震，编校．南京：凤

凰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２３．
［３７］杨儒宾．明儒与静坐［Ｍ］ ／ ／ 钱明．阳明学派研究：阳明学派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杭州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６－２７．
［３８］钱德洪．论年谱书：五［Ｍ］ ／ ／ 王阳明全集：卷 ３７．吴光，钱明，董

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３７３．
［３９］王畿．王畿集：卷 ４［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０］王畿．王畿集：卷 ９［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２０．
［４１］王畿．王畿集：卷 １６［Ｍ］．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６６．
［４２］张卫红．由凡至圣：王阳明体悟本心的工夫阶次［ Ｊ］ ．中国哲学

史，２０１３（３）：９２－９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ａｔｅ Ｍｏ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ｈｏｎｇ　 　 Ｌｉ Ｚｈｕ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ｗａ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ａ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ａｔｅ ｍｏ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ｒｅ⁃
ｆ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ｔｉｃｕｌｏｕｓ，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ａｔｅ ｍｏ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ｅｓ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ｗ ｈａｉｒ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ｔｈｒｅａｄｓ”． Ｔｈ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ｏ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ｕｎｆｏｌｄｅ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ｏ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ｂｅｎｔｉ）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ｂｅｎｔｉ）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ｐａｔｈ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ｒｉｃｈ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ｕｔ ｏｆ ｏｒｄｅｒ”（ｌｉｅｄｅｎｇ）， ｔｈｅｙ ｐａｉｄ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ｉｘ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ａｔｅ ｍｏ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ｏｕｌｄ ｍｏｒ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ａｔｅ ｍｏ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责任编辑：涵　 含

６１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


